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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间约束背景下海岸带湿地保护边界研究

陈　 阳， 岳文泽∗， 张　 亮
浙江大学土地管理系， 杭州　 ３１００５８

摘要：湿地保护边界划定是维护湿地可持续发展的基础前提，也是协调湿地保护与农地利用、城镇发展土地配置与空间布局的

必经途径。 研究从湿地保护边界的“源⁃汇”生态景观互动视角着眼，明晰了湿地保护源及保护优先等级，建构了空间约束评价

与生态断界来刻画汇景观空间层次分异，借助最小累积阻力模型测度与划分了湿地保护边界及其类型。 研究发现：（１）基于多

重因素的空间约束评价与湿地生态断界的划分，通过最小阻力模型有效地刻画外部因子集成对湿地保护的限制及差异，以量化

方式描绘湿地保护所处阻力最小地带，为湿地保护边界划分提供了新的思路。 （２）杭州湾南岸生态断界与中高约束的区域占

据研究区 ５２．６９％比例，无约束地域仅为 １２．７９％，奠定了综合因素空间约束强势的基本格局。 加之低度约束区域占据 ３４．５３％，

显示杭州湾南岸区域多介于高低空间约束性势转换或过渡阶段，压缩了湿地保护的空间。 （３）研究划分湿地保护边界范围与

缓冲区带为 ４９．１１、２４．０７ｋｍ２，面积总和仅占据杭州湾南岸 ５．４７％，湿地保护拓展和弹性调整空间极为有限。 除生态断界提供湿

地保护的天然边界外，湿地保护界限表现为保育林区、农地延伸型和水源保护型三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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湿地，被誉为“生物超市”“地球之肾”，与森林、海洋并称为地球三大生态系统［１］。 它能够为人类的生存

发展提供食物、水源、肥料等物质支持以及污染物降解、净化水质和生物栖息等功能［２］。 然而，经济发展需求

与科技进步助推人类对湿地资源的垦拓与攫取，无论是经济发达或发展中地区的湿地均因工业和农业发展、
居住用地扩张及污染等威胁而备受蚕食［３］。 我国湿地面积居世界第四，地理分布跨越尺度大且类型纷繁多

样，蕴含丰富的生态和经济价值，科学、有效地保护湿地是我国资源可持续利用的基本内容，也是区域人地关

系和谐的必要举措。
在人与自然互动愈加频繁背景下，湿地环境组织与物质构成渐趋复杂，湿地保护研究成为学界热衷探究

的课题。 研究聚焦于湿地利用症结解构和湿地保护措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探索［４⁃７］，解析威胁湿地保护的

扰动因素及其外部影响［８⁃１１］，分析湿地保护的效用与经济意义［１２⁃１３］，基于区域湿地保护空缺辨识构建优化保

护格局［１４⁃１５］，湿地保护重要性的评价与区划［１６］。 湿地保护边界研究则多采用植物、土壤和水文等指标辨识自

然边界［１７⁃２１］，鲜触及人类对湿地保护边界识别与引导保护的命题［２２］，反映了人类对湿地保护边界议题的关注

缺失。 在多重人地矛盾的制约与影响下，湿地保护边界划定是发挥湿地自然功能也是缓解湿地的人为干扰的

重要措施，相关研究仍显匮乏。
海岸带地区是我国经济与人口重心，经济开发与生态保护矛盾制约着海岸带土地利用发展，其冲突焦点

为：因陆域土地资源的桎梏遂向海和滩涂索地，建设用地扩展引致滩涂湿地逐渐退缩。 伴随“拓展蓝色经济

空间”发展纳入“十三五”规划及“一带一路”战略深入，作为陆域向海洋战略推进支点的海岸带，其土地资源

利用配置甚为关键———建设用地扩张与规划约束下维持湿地保护范围以协调生态与经济效益步调，因而如何

破解因人类活动排他性诱导的湿地资源保护困局对海岸带土地资源可持续的意义不言而喻。 基于以上考虑，
研究择取杭州湾南岸为研究靶区，辨识湿地保护“源”和保护优先等级，从城镇化、规划、生态和自然因素集成

的湿地空间约束评价和生态断界两个层次构建“汇”景观空间差异，利用改进的最小累积阻力模型模拟湿地

保护所需克服的累积阻力，以探索海岸带湿地资源保护的约束空间和保护界限，希冀为探索海岸带湿地的保

护提供管理策略借鉴。

１　 研究区与研究方法择取

１．１　 研究区概况

杭州湾南岸呈倒 Ｖ 形冠于浙江省宁波市北部，西起余姚市，东至镇海角，介于东经 １２０°—１２１°，北纬 ２９°
５５′—３０°２７′，北毗杭州湾河口滩涂，南枕翠屏山丘陵区。 研究区由沿山低丘、湖海相淤积平原和沿海滩涂组

成，翠屏山湖区、慈溪平原河网、滩涂地等湿地资源丰富（图 １）。 域内东南丘陵区密布坑塘水面、湖泊，滨海沉

积平原呈扇状北凸，密集河网、沟渠构成平原水网。 沿海滩涂分布广袤，其面积达 ２７４．５２ｋｍ２，为淤泥质岸滩。
区域既为宁波市农业基地也是浙东的工业重镇，２０１３ 年各乡镇农民可支配收入均超 ２００００ 元，属经济发达地

区。 区域面积 １３３７．８３ｋｍ２，建设用地、耕地为该区域主要土地利用类型，占比分别为 ３７．６８％、２２．４５％，域内余

姚北部、杭州湾新区和镇海为三大核心城镇带，土地具备良好的经济发展潜力空间［２３］。 迫于陆域土地资源所

限与建设用地扩张需求，研究区内滩涂围垦、河流填埋与新区建设步伐加快，仅慈溪段已完成围垦１５１．３３ｋｍ２，
余姚、镇海规划围垦达 １０８．６７ｋｍ２。 另有 ７７．２６ｋｍ２滩涂规划于有条件建设区，面临着随时被建设用地侵吞的

威胁。 显然，在城镇扩张及规划的约束下，湿地保护面临的形势将愈发严峻。
１．２　 研究数据支持

研究数据来源：（１）土地利用和城市规划数据。 包括余姚市、慈溪市和镇海区第二次全国土地调查

１０９　 ３ 期 　 　 　 陈阳　 等：空间约束背景下海岸带湿地保护边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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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　 研究区地理位置及湿地分布

Ｆｉｇ．１　 Ｌｏｃ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ｗｅｔｌａｎｄ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ｓｔｕｄｙ ａｒｅａ

２０１３ 年度更新数据、２０２０ 年土地利用规划数据，宁波市

滩涂围垦造地规划（２０１１—２０２０ 年）、宁波市城市总体

规划（２００５—２０２０ 年）市域生态保护红线分区图及生态

保护分类图。 （２）自然背景数据。 源自中国科学院地

理空间数据云平台的 ３０ｍ 空间分辨率 ＤＥＭ 数据、
Ｌａｎｄｓａｔ８ 数据，其中 Ｌａｎｄｓａｔ ８ 数据条带号为 １１８、行编

号 ３９，云量为 ２．３７％，日期为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２９ 日；宁波市

地质灾害与地质沉降成果图提取自宁波市国土资源局

门户网站。 （３）城镇人口与交通数据。 人口数据源于

同年份余姚市、慈溪市和镇海区统计年鉴乡镇人口；交
通网络数据根据宁波市交通路线图矢量化获得。 （４）
环境保护数据。 废水、污水、重金属等污染源监测企业

和污水处理厂依据宁波市环保局所发布的 ２０１３ 年宁波

市监控企业名单和污水处理公司名录收集，结合 ｇｏｏｇｌｅ
地图和企业地址进行地理定位；宁波海水质量由 ２０１３
年宁波海洋环境公报的宁波沿海海域污染图件数字化获取。

２　 研究思路与方法

２．１　 湿地保护“源”界定

湿地保护是抗拒和弥补人类活动对湿地生态扰动的过程，为生物提供栖息环境满足生存条件，利于湿地

环境的稳定与发展，其目标是维持湿地功能永续。 其中，湿地是湿地保护事件产生与扩散的起点和源头，是生

物活动、环境物质交换的基本场所，为促进生态过程作用的景观斑块，属于“源”景观类型。 鉴于湿地缺乏统

一分类系统，研究采用湿地公约的定义，即湿地系不问其为天然或人工、常久或暂时之沼泽地、湿原、泥炭地或

水域地带，带有或静止或流动、或为淡水、半咸水或咸水水体者，包括低潮时水深不超过 ６ｍ 的水域。 结合任

丽燕［２４］、田素娟等［２５］基于土地利用的湿地提取，析出河流水面、沿海滩涂、内陆滩涂、坑塘水面、水库水面、沟
渠和水田 ７ 类湿地保护源。 同时，鉴于“源”景观对生态保护的贡献存在区别，不同类型景观面对生态过程的

影响时，需要甄别它们的作用强弱［２６］。 本文依据分布格局、景观破碎度、开发特征设定“源”保护优先等级系

数以体现性质强弱，人工影响程度越高，其保护优先等级越低，反之则相反。
２．２　 “汇”景观空间限制等级辨析

“汇”景观对湿地保护过程起负向滞缓作用，是诱使湿地萎缩、功能退化的约束成因。 考虑到“汇”景观作

用强弱与传播媒介性质息息相关，对湿地空间的约束特性存在差异，对湿地保护空间划定影响程度不尽相同，
依据强弱层次划分为湿地保护阻力和生态断界两类。 保护阻力包括城镇扩展、人口集聚、产业发展、自然条件

等阻滞因素，由湿地空间约束评价形成，评价结果代表湿地保护生态阻力基面特性。 生态断界象征湿地保护

无法逾越的人工边界，指随着空间约束等级攀升，生态保护阻力达到峰值的地带。 它属于高度人工化地区，多
为生态活动罕至地区。

研究归纳了自然环境、城镇化影响、生态重要性和规划措施等因素 １６ 个指标建立湿地的空间约束评价体

系（表 １），采用层次分析法和德尔菲法运算指标权重测度空间约束差异。 指标意义与处理如下：
（１）自然环境

自然环境是湿地演化的基础本底，对湿地保护存在直接与间接的影响效应。 湿地所处的地域环境直接影

响约束压力，山地、丘陵的湿地自然水土发育条件优越且不易被人为活动干扰，因此以高程、坡度指标表征自

然因子对湿地保护的直接约束力；相反地，在趋利避害的开发取向下，自然灾害鲜见区更受土地利用与开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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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睐，地质灾害、地面沉降指示了对湿地保护的间接约束。 高程、坡度数据依据 ＤＥＭ 数据提取与生成，地质灾

害与地面沉降数据通过矢量化获取。
（２）城镇化影响

城镇化影响是在城镇化进程中日益强盛的人为活动对湿地构成的胁迫，产业规模扩大、人口膨胀、环境污

染等是诱使湿地数量缩减与质量恶化的典型症结。 产业园区、污染源以域内产业新城和重金属、污水、固体废

物等排放企业为基点进行多环缓冲分析，表征产业园、新区和人为污染对湿地的负外部性效应。 人口集聚度

反映人口集中对湿地的干扰，以改进的人口集聚度公式测度［２７］：
ＰＧＩｉ ＝ Ｐ ｊ ／ ｎ·Ｄｉｊ·Ａｉ

式中， ＰＧＩｉ 代表第 ｉ 个村庄聚落的人口聚集度， Ｐ ｊ 是 ｉ 村庄所属第 ｊ 个乡镇， ｎ 是第 ｊ 个乡镇区的村庄总数量，
Ｄｉｊ 代表 ｉ 村庄至 ｊ 乡镇中心的距离加权系数， Ａｉ 为 ｉ 村庄面积比例系数。 基于测度结果利用克里金插值生成

人口影响因素的基面。
交通可达度是保障区域紧密联系的纽带，力促区域土地利用与开发［２８］，随即构成对湿地保护的压力，可

达性水平愈发达对湿地保护构成的压力愈强。 其计算公式为：

Ａｉ ＝ ∑
ｎ

ｊ ＝ １
Ｔｉｊ

式中， Ａｉ 表示乡镇 ｉ 到宁波其他村镇节点所需要的耗时总和， ｎ 表示节点总数， Ｔｉｊ 表示节点 ｉ 到 ｊ 点的所耗费

最少时间。 基于城镇、村庄节点与交通网络等数据通过 ＡｒｃＧＩＳ 网络分析来模拟可达程度。
（３）生态重要性

杭州湾南岸为候鸟、底栖生物的典型栖息场所，承担维护生境和生物多样性作用。 湿地具备水源供给、调
节和净化水质作用，而为维持湿地生态功能的可持续往往须采取人工污水处理措施。 故以水功能分区来表征

杭州湾南岸湿地水源调蓄功能及人为保护等级强弱，以宁波市生态分类图矢量化处理；以污水处理来表征人

工水处理技术对湿地水功能处理的支持，以缓冲区分析获得。
生态系统生物多样性服务功能发达的地域能为物种提供良好生境，以生境敏感性指数进行表征 ［２９⁃３０］，计

算公式如下：
Ｓｉ ＝ ｌ·ｎ·ｍ

式中， Ｓｉ 表示 ｉ地类的生境敏感性指数， ｌ为土地利用类型， ｎ为生物多样性服务当量，ｍ为土地所在区域保护

级别修正系数。 本文归纳为城镇扩展边界、其他区域、生态保护区三种开发强度环境，修正系数分别赋值

０．７５、１ 和 １．２５。
植被覆盖能够促进湿地生物活动、物质交换和能量流动，体现了区域生态系统的能量和活力，是衡量湿地

生态系统安全和健康的重要指标［３１⁃３２］。 通过 Ｌａｎｄｓａｔ８ 影像提取，处理方式如下：

ＮＤＶＩ＝ＮＩＲ－Ｒ
ＮＩＲ＋Ｒ

ＮＤＶＩ 为植被覆盖指数，ＮＩＲ 表示近红外波段反射率值， Ｒ 为红外波段的反射率值。 其值介于－１ 到 １ 之

间，负值表示地面覆盖为云、水、雪；０ 为岩石或裸土；正值代表植被覆盖，指越大随覆盖度越大。
（４）规划措施

规划措施是人类管控湿地资源配置的重要手段，体现了人为规避建设用地、耕地扩张挤兑湿地空间的引

导举措。 引入土地规划一致性考察湿地时空序列的演化，辨别区域湿地保护和风险空间格局，通过土地利用

现状与 ２０２０ 年土地利用规划数据叠加获取。 建设用地管制是引导管制城乡用地建设活动所限定的区域范

围，体现了建设用地控制对湿地潜在威胁与空间约束的差异；生态区管制实质是对生态环境安全本底的维护，
旨在于保护和监管生态敏感区域，反映的是人类生态意识所策动对湿地的保护行为力度，通过宁波城市规划

生态红线分区图数字化获取；滩涂围垦规划是迫于陆域土地资源桎梏，政府转而向滩涂、海域拓展空间以满足

经济发展需求，代表了人类对滩涂资源开发所施加的压力，这是目前海岸带滩涂利用的突出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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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１　 湿地空间约束评价体系

Ｔａｂｌｅ １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ｓｙｓｔｅｍ ｏｆ ｗｅｔｌａｎｄ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ｃｏｎｓｔｒａｉｎｔｓ

准则
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ｓ

指标
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ｓ

权重
Ｗｅｉｇｈｔｓ

等级赋值 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１ ３ ５ ７

自然环境 高程 ／ ｍ ０．０５９４ ≥３５０ ２５０—３５０ １５０—２５０ ＜１５０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坡度 ／ ° ０．０６３５ ≥２５ １５—２５ ５—１５ ＜５

地质灾害 ０．０４４９ 高易发生区 中易发生区 低易发生区 不易发生区

地质沉降 ０．０３９４ 高易发生区 中易发生区 低易发生区 不易发生区

城镇化影响 人口集聚度 ／ 人 ０．０６０９ ＜１５００ １５００—２５００ ２５００—３５００ ≥３５００

Ｕｒｂ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ｉｍｐａｃｔｓ 交通可达度 ／ ｈ ０．０８８６ ≥１０６ ９４—１０６ ８０—９４ ＜８０

污染源 ／ ｍ ０．０５８７ ≥１０００ ５００—１０００ １００—５００ 劣 ４ 等海水、
＜１００

产业园区 ／ ｍ ０．０７８９ ≥１０００ ５００—１０００ ＜５００ 产业园区内

生态重要性 生境敏感度 ０．０５８９ ≥１０ ５—１０ １—５ ＜１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ｃｅ 植被覆盖 ０．０８８５ ≥０．３ ０．１５—０．３ ０—０．１５ ＜０

污水处理 ／ ｍ ０．０７１５ ＜１００ １００—５００ ５００—１０００ ≥１０００

水功能分区 ０．０６１４ 水源保护区、湿
地保护区

水源涵养区
洪水调蓄区、森
林公园

其他区域

规划措施
Ｐｌａｎｎｉｎｇ ｍｅａｓｕｒｅｓ 规划一致性 ０．０７９３

滩 涂 沼 泽、 水
田、河流水面、
水库水面、坑塘
水面、新增湿地

自然保留地、园
地、林地

风景名胜设施
用地、农田水利
用地、水工建筑
用地

独立建设用地、
村 庄、 公 路 用
地、 建 制 镇、 特
殊用地、城市

建设用地管制 ０．０７３５ 禁止建设区 限制建设区 有条件建设区 允许建设区

滩涂围垦规划 ０．０３１１ 非围垦规划区 围垦规划区

生态区管制 ０．０４１５ 生态管制区 非生态管制区

２．３　 最小累积阻力模型

基于湿地保护“源”和“汇”景观单元要素，文章引入基于湿地保护等级系数改进的 ＭＣＲ 模型［３３］，测度湿

地保护的最小累积阻力面。 通过叠加不同湿地保护等级所产生的最小累积阻力面，综合反映湿地源保护须克

服多重空间约束因子产生的生态阻力，生态阻力越大则越不利于湿地保护。 其计算方式如下：

ＭＣＲ ＝ ｆｍｉｎ∑
ｉ ＝ ｍ

ｊ ＝ ｎ
Ｄｉｊ × Ｒ ｉ × Ｋ ｊ( )

ｆ 为一个未知的正函数，表示最小累积阻力和空间约束性格局呈正相关关系， Ｄｉｊ 为源 ｊ 到评价基面单元 ｉ

的空间距离， Ｒ ｉ 是基面栅格单元 ｉ 对运动过程的阻力系数， Ｋ ｊ 为湿地源 ｊ 保护优先等级系数。

３　 湿地保护“源⁃汇”空间景观单元构建

３．１　 “源”景观类型与级别划分

综合 Ｌａｎｄｓａｔ８ 影像与土地利用现状数据，应于湿地分布区位、性状、与城镇带邻近度等考虑，研究将湿地

保护源分为 ３ 个等级（表 ２）。 河流水面、滩涂面积达到 ３８６．９２ｋｍ２，呈连片式分布于杭州湾沿岸，景观破碎度

小且受人为开发活动有限，整体生态功能与生态风险抗性最强，保护优先等级最高；坑塘水面、水库水面保护

优先等级次之，面积为 ４０．２６ｋｍ２，尽管属人为开发，但多布局于杭州湾沿岸、翠屏山区，受自然作用明显；沟

渠、水田以集聚形式分布，间杂于余姚北部和镇海等杭州湾南岸核心城镇带，面积 １７２．１２ｋｍ２，受人类生产、生
活干扰导致破碎度大，所以保护等级最弱。 各等级系数指代源景观优先保护等级，一级为 １，二级为 ０．９５、三
级为 ０．９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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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２　 湿地保护源性质划分

Ｔａｂｌｅ ２　 Ｔｈｅ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 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ｗｅｔｌａｎｄ ｐｒｏｔｅｃｔ ｓｏｕｒｃｅｓ

源
Ｓｏｕｒｃｅｓ

地类
Ｌａｎｄ ｔｙｐｅｓ

分布格局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ｐａｔｔｅｒｎｓ

景观破碎度
Ｌａｎｄｓｃａｐｅ

ｆｒａｇ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开发特征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ａｌ
ｆｅａｔｕｒｅｓ

等级系数
Ｒａｎｋｉｎｇ

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ｓ

一级
Ｒａｎｋｉｎｇ ｆｉｒｓｔ

河流水面、沿海与
内陆滩涂

沿杭州湾南岸自西向东连片分
布，河流多呈网状汇流入杭州湾

０．０４ 人为开发活动有限，以自
然作用为主

１．００

二级
Ｒａｎｋｉｎｇ ｓｅｃｏｎｄ

坑塘 水 面、 水 库
水面

集中于沿岸、翠屏山区，部分零
星附着于三大核心城镇带

０．１７ 人为开发，长期受自然作
用影响

０．９５

三级
Ｒａｎｋｉｎｇ ｔｈｉｒｄ 沟渠、水田

以点汇成片分布在余姚北部、翠
屏山区北部和镇海

０．９１ 人工开发，服务于人类日
常生产、生活

０．９０

３．２　 湿地保护“汇”景观空间限制识别

３．２．１　 湿地生态断界的划分

生态断界是人类物质交互、能量沟通最为活跃的场所，以人类为核心的群落活动对其他生物的强烈排斥

导致内部生态功能的丧失，与湿地的特性大相庭径。 生态断界之于湿地的约束能力近乎极限，因此由湿地跨

越断界的生态能值发生质变，对湿地的地理分布构成刚性约束。 生态断界总面积达 ２８６．７３ｋｍ２，面积占研究

区 ２１．４３％，可划分为两类：一类为城乡建设用地，包括城市、建制镇、农村和独立工矿用地，占地面积达２５５．８４
ｋｍ２；第二类为交通运输用地，包含铁路用地、公路用地、港口码头用地等，总计面积为 ３０．８９ｋｍ２。

图 ２　 湿地空间约束格局

Ｆｉｇ．２　 Ｔｈｅ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ｃｏｎｓｔｒａｉｎｔ ｐａｔｔｅｒｎ ｏｆ ｗｅｔｌａｎｄ

３．２．２　 湿地保护空间约束层级解析

基于自然环境、城镇化影响、生态重要性和规划措

施测度并以自然断裂法划分湿地空间约束格局，形成

“汇”景观集成的空间分异（图 ２），其本质反映了“汇”
景观单元通过空间约束因素叠加的垂直过程对于湿地

保护的影响度。
以图 ２ 所示，杭州湾南岸湿地空间约束格局呈组团

式空间分异和“两头小中间大”的数量层次特征，反映

了区域大部分地区受重外部性深刻影响。 就生态断界、
高度约束与中度约束等级区域 ６８．７４％的面积占比衡

量，杭州湾南岸湿地保护面临着较强的约束与压迫形

势。 高度空间约束级区面积为 １１８．５１ｋｍ２，呈现以小曹

娥滨海产业新区、杭州湾新区、东部沿岸产业带为核心

的地理格局，与生态断界交错分布，反映了集中和高强度生产、生活行为对湿地保护显著的负外部性效应。 中

度约束级区面积高达 ２９９．６３ｋｍ２，比例为 ２２．４０％。 除余姚北部沿岸广袤分布，主体多紧紧环绕在高度约束级

区外围，尽管无法判别因人类活动增强能否导致中度约束级区的情势恶化，而因其数量庞大，须意识到：管控

其内部开发活动以规避生态阻力的上升。
低度约束级区面积最大，为 ４６１．９１ｋｍ２，占比 ３４．５３％，自余姚北部区域延伸至东部镇海城区，贯穿杭州湾

南岸，包含研究区内主要的农垦区和滩涂。 须指出的是，杭州湾新区东部滩涂是新区拓展和围垦规划所觊觎

的重点地域，近期约束力恐将快速上升。 杭州湾湿地保护公园和慈溪市南部翠屏山区不存在着湿地的空间约

束影响，其余部分散布于两者周围或集中分布在余姚段南部林区、慈溪农垦区。 其面积总计 １７１．０５ｋｍ２，为杭

州湾南岸湿地保护不可逾越的生态底质。

４　 基于最小累积阻力测度的湿地保护界限辨识

在识别湿地保护“源”“汇”景观及空间特征构架上，利用累积阻力模型结合“源”保护优先系数估测湿地

５０９　 ３ 期 　 　 　 陈阳　 等：空间约束背景下海岸带湿地保护边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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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的生态阻力值。 由源向汇景观转移的生态流随着距离推移逐级上升，而穿越某些突变点时，其生态阻力

值发生骤变。 这一过程昭示着湿地保护的生态能值达到某个临界点后，湿地保护区域所增加的面积及生态内

涵急剧下降，故以最小累积生态阻力的阈值作区划方式具备可行性与科学性，在生态区划研究中得到实践应

用［３４⁃３５］。 因此，文章基于突变拐点思考，以最小累积阻力值和面积曲线间隔的突变点来划分湿地保护边界与

缓冲区带，其划分阈值分别为 ８２３８、１０３８６，得到湿地保护范围（图 ３）。

图 ３　 湿地保护界限

Ｆｉｇ．３　 Ｔｈｅ ｄｅｌｉｎｅ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ｗｅｔｌａｎｄ ｒｅｓｅｒｖｅ ｂｏｕｎｄａｒｙ

观察图 ３，尽管杭州湾南岸的湿地布局范围较大，
但基于最小累积阻力模型测度的保护界限面积为４９．１１
ｋｍ２，缓冲带面积为 ２４．０７ｋｍ２。 大体上，湿地保护界限

与缓冲带空间布局基本一致，受距离影响阻力递增，缓
冲带多以半环装环绕湿地保护界限外围。 两者面积之

和仅占杭州湾南岸地区 ５．４７％，可见湿地保护的拓展与

弹性调整空间极为有限。
湿地保护边界主要分为三类：第一种类型为保育林

区，主要分布于余姚段南部和翠屏山区，总面积３４．５１
ｋｍ２。 前者由双尖山、牛角山、大羊山等低矮丘陵构成

的林地片区，后者汇聚了杜湖水库、灵湖、窖湖等湿地

源，保护界限将密集的湖区串联成片并延伸至镇海北

部。 两者均保持集聚、独立形态存在与运作，人为活动

影响甚微，可有效地为湿地保护提供水源涵养功能。 其外围缓冲带面积为 １３．８６ｋｍ２，因余姚段南部丘陵片区

部分与村镇聚落相邻，缓冲带主要由低丘、山坡外围零落的耕地、农村道路组成。 而前者不同的是，翠屏山区

湿地保护缓冲带以延绵的四明山余脉为轴，将五磊山景区、沟谷灌木林、旱地依次纳入，形成与湿地交融互馈

的自然机体。
第二类为农地延伸型保护界限，指沟通水田、沟渠、坑塘水面等点、线源地附着于农耕区周边的湿地保护

界限，最显著的特征是农地组团式发展使湿地保护范围呈块状集聚形态，面积为 １１．２５ｋｍ２，缓冲带面积达７．８２
ｋｍ２。 其中涵盖慈溪西北部庵东—周巷农垦区，北依杭州湾湿地保护区，联接庵东农垦场与周巷基本农田保

护区；另一部分坐落于观海卫镇中横—三海交通枢纽，依托交通枢纽、河网孕育成为城郊农业带，休闲庄园、果
蔬市场以环形层次围绕保护区。

第三类为水源保护型界限，分布于杭州湾新区以东水库区，保护面积与缓冲带面积共 ５．７５ｋｍ２。 受杭州

湾新区生态断界所限，湿地保护界限西段以直线式隔断，但杭州湾产业区高集聚的生产、生活水源及农业发展

需求仍由水库区和湿地保护界限所维系。 边界呈东向延伸态势，东段属重点海涂围垦区，主要以建坝、筑沟、
引水、培田的模式来实现农垦运作，水库区为排灌和农耕的水源地，其保护界限及缓冲带的东扩能够连接垦区

来稳定水源供给，提高排水与纳水能力。

５　 结论与讨论

从“源⁃汇”景观研究视角入手，研究解析了湿地保护源并评价了汇景观空间单元对湿地保护的空间约束

空间分异，利用改进最小累积阻力模型对杭州湾南岸湿地保护界限进行了模拟与辨识，得到以下结论：
（１）基于多重因素的空间约束评价与湿地生态断界的划分，通过最小累积阻力模型有效地刻画外部因子

集成对湿地保护的限制及水平距离上的差异，以量化方式展现湿地保护所处阻力最小地带，为划分湿地保护

边界构思了新的思路。
（２）杭州湾南岸生态断界与中高约束的区域占据研究区 ５２．６９％比例，无约束地域仅为 １２．７９％，可见整体

上杭州湾南岸湿地保护经受较强空间约束，面临多重因素综合压迫的性势。 同时，低度约束区域占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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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４．５３％，说明杭州湾南岸区域多介于高低空间约束性势转换或过渡阶段，进一步挤压了湿地保护的盈余

空间。
（３）研究划分湿地保护边界范围与缓冲区带为 ４９．１１、２４．０７ｋｍ２，仅占据杭州湾南岸 ５．４７％，杭州湾南岸湿

地保护范围空间有限。 地理分布上，保育林区型边界分布在余姚段南部和翠屏山区，为林地、河湖集中片区；
农地延伸型边界布局在慈溪西北部庵东—周巷农垦区与观海卫镇中横—三海交通枢纽，均环绕于研究区农田

片区外围；水源保护型边界分布在杭州湾新区东部水库区，为围垦、农业与产业发展的水源供给地。
在城镇化快速推进的背景下，由于湿地经济效益不甚显著，构建湿地保护边界始终是悬而未决的问题。

依据本文核心内旨，可遵循景观基质—生态过程—功能定型的阶段演化逻辑来搭建湿地保护策略构架：从景

观基质来看，域内水田基本已纳入基本农田保护区划，河流水面、滩涂亦因区位、自然特点难以开发得以幸免，
重点是如何控制坑塘水面与水库水面退化趋势。 另一方面，生态断界与湿地保护源的衔接产生的两侧“极
化”，警示着须严控建设用地发展边界和湿地保护边界的规模，从本质上遏制城镇用地持续外扩以保障湿地

空间。 考虑到人类活动、污染等跨越生态断界的行为、物质流动和能量交换，须在湿地端设置绿化带、沟渠等

缓冲阻隔，在城镇端减少高强度、大规模人类生产和生活行为与设施，避免对湿地侧的隐性影响与侵占；在生

态过程阶段，空间约束力挤兑湿地空间产生生态阻力值的强弱，研究据此辨析湿地保护边界与缓冲带。 其本

质上通过设定“灰空间”过渡的弹性模式，贯彻空间浮动管控的弹性思维，为城镇化与湿地保护预留缓冲空

间，缓解城镇化与湿地保护直接损益关系，为数量规模与管理决策提供调节余地；依据功能分析，湿地承袭区

域土地功能定位，透露着湿地保护的异质性要求。 杭州湾南岸生活、生产和生态功能地域交错格局要求湿地

保持区域功能的彼此独立，保护边界则分别承担生态保育、耕地生产、水土涵养的功能，须以区别化措施协调

界限与邻近保护源功能，构建保护源基质辐射与保护边界、缓冲带的廊道联通互哺的功能有机体，发挥不同区

段湿地生活、生产和生态功能。
研究也存在待深化之处。 因考虑湿地 “源”和生态断界细碎斑块多呈集聚形态，整体上性质影响有限，并

未剔除此类景观斑块，进一步研究则须考虑“源⁃汇”景观斑块甄选的阈值。 此外，尽管依据突变点辨识来最小

累积阻力值域划分边界，但仍应探索集成多要素的综合区划法深化对累积阻力的断点识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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